【如正式引用，须自行核实】
何志通书记的口述校史

学生记者  黄丽丝  卢丽婷  叶晓怡
一、采访时间

2010年5月16日。
二、采访地点

何志通书记家中。
三、人物介绍

何志通，男，1925年1月出生，1937年参加八路军，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71年到广州中医药学院工作，任我校第一附属医院书记、院长，学校教务处处长，1982年调任广东省中医院党委书记兼第一副院长，1984年退休。

四、采访记录

问:您1971年5月1日就到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吗？然后一直到林彪事件，大概工作了几个月？
答：1971年至1982年在附院和学院工作期间，基本上处于文革中后期，一切工作都在“乱”中进行，当时单位的最高领导机构是革命委员会，我在医院先后任副主任、主任、院长、书记。我在医院工作做得不好，因为我不懂医，跟着医生查房、讨论病例等，我基本上听不懂，那些院长要参加会诊；病人该不该动手术，院长要决定。一些比较贵的、稀有的药，要经院长批准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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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就为难我了。形势逼人，非学习不可，我努力把内、妇、儿科的教科书全自学了一遍，多看，多听，多问，经过一段艰难的学习过程，对病和医的基本知识略知一二，医生在说医时大致听懂，工作也没有那么被动了。

到医院不久，就遇上棘手的问题，当时医院收了几个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革命派”的头头们气势汹汹地要把这几个人揪出医院，回去批斗。我想，医院的职责是治病救人，就算对待俘虏也给他们治病，何况他们都不是俘虏，让他们少受点罪吧，我顶住了那几个凶狠的极左分子的压力，把他们支走了，保护了我的病人，几位老人感动不已。

当时医院的工作条件和职工的生活条件都比较困难，急需搞些基本建设改善职工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那时职工们每天要到晚上10点才下班，既无宿舍，又没有公交车，只靠自行车和步行，有些职工家住石牌，芳村，晚上10点钟后，街上静悄悄，黑洞洞的，很不安全，故急需解决职工宿舍，但没有钱怎么办？那时不像现在可以贷款，要钱必须经过层层审批，幸好当时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有的是我以前的上级，有的是以前的同事。我到省计划委员会，省革委会、军区后勤，厚着脸皮向他们要钱，要车，最后钱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大家共同努力为医院盖了两栋宿舍，一栋住院楼，一栋办公楼和供应楼。办公楼现在拆了重建。

为保证每月能按时发放职工工资，经常要跟财厅打交道；为请求对高强度体力消耗的按摩医生增加粮食定量，也要来回跑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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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厅。总之，要办成一件事太不容易，我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说说医院和学院的关系，在对人和物的使用上，经常发生矛盾，有时还很尖锐。回想起来，当时大局还很混乱，大家都很困难，不能只责备谁，埋怨谁，现在只谈谈历史，不是评论是非。

先说用药。当时北芪、当归类药很缺，安宫牛黄丸，每月只配一个；抗生素类药也要卫生厅批，药厂才发放，对这些稀有贵重药物，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我基本上批给危、急、重病人治疗用，这肯定满足不了一些人的保健要求。因此，和学院革委会一些成员常会发生矛盾，关系不和。

再说用车。那时学院没有车，医院也才只有一部救护车，医院每天进药、急救、医药、生活全部供应都是靠这部车。曾经发生过学院不经医院同意，擅自调动了这部救护车作一般生活用，还说他们是上级，你得把车给我用，我说这关乎救死扶伤的事，不是上下级问题。用车问题也成为两单位的矛盾，引起争执。
更重要的还是用人问题。医院的医生多是来自学院的老师，很少医院编制的医生，每年都有大量的学生到医院实习，带教老师要到医院抽调临床医生负责。骨科是个典型例子，当时骨科只剩下一个医生了，学院还要抽他带学生下乡，现场教学，我坚决不同意，很现实，医院有30张骨科病床，还有手术室，急诊室、门诊，只有一个老师，一个医生，你还要是把他抽走，出问题谁负责？革委会一负责人说：医院是学校的附属医院，学院规定教学、科研、医疗，医疗排在最后，医疗要服从教学。我说：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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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这么说，难道医生正在抢救病号，你也把他拉走去上课不成！老师本来就少，学校还要让老师下乡、办分校，为何不把下乡和分校的老师抽调回来！

问：那时候的分校是在哪里？

答：海南有，南雄也有。南雄有分校，还有干校。在不断的矛盾和争论中，我被调到学院任教务处长，可能要看看我这个“巧妇”如何来做“无米之炊”吧。

问：您是什么时候调去做教务处长的？
答：好像是1978年，记不清了。

问：您调走以后是谁做院长呢？
答：梁忠文、黄耀燊。黄耀燊是个老先生，很有学问，教书很好，医疗很好，工作很好，作风很好，我调走后，梁忠文当院长。

问：到了教务处之后干些什么？

答：我用了两个月搞调查研究，去了南雄和海南。南雄有100多个老师，200多个其他的工作人员，学校不像学校，医院不像医院，我得要解决这些问题。再说海南，学院在此办了个“六二六大学”，招了一批当地青年来学习，他（她）们大多是少数民族青年，连中学都没上过，普通话也讲不来，怎么可能让他们通过三个月的学习就成为医生呢！这心是好的，但实际上效果是不好的。南海还有个基地是李国桥院长搞的，李国桥是个事业心很强的人，他研究青蒿（治疗恶性疟疾的药），冒着生命危险，用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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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试验，先给自己感染疟疾，然后用针灸治疗，观察和收集科学数据供研究。那时，美国在越南打仗，我们也有军队在越南，这个科研小组决心把药物研究出来，送往越南前线，解除恶性疟疾对当地军民的生命威胁，学校应该大力支持。这科研要用到很多的力量，包括搞药理的、病理的等等，学院人手本已不够用，很难再分出力量来支持这小组。如果把分散的人员集中使用，问题就好解决了。于是，我向学院交了一份调研的报告，并建议除海南青蒿研究基地外，解散南雄和海南分校，集中力量搞好学院和医院的建设。十分遗憾，这个建议没得到当时学院领导的认可。我到教务处，正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全国乱糟糟的，不久，卫生部召开了有关中医工作的会议，学院派我和彭胜权老师参加，参加会议的还有上海、南京、四川和广州四所中医学院，报告后才知道卫生部要我们为中央政治局起草一份如何发展中医的文件。由彭胜权负责起草交大会讨论。会上，大家讨论中医怎么发展，中医院校和医疗怎么发展，很热烈。当时全国那么乱，小平同志刚刚上台，就关心中医的发展，这是件大事，学校如能借这次会议的东风，行动起来，学校各项工作都可以得到较好的发展，可惜我院领导没有抓紧这个机会，使学院进一步的发展错失良机。
1982年，我被调到省中医院任书记兼第一副院长，因身体健康情况不好， 1984年提前退休，由史德林接任，医院工作有了很大进展。现任院长吕玉波继任后，医院工作更获得飞跃的发展。

问：吕玉波老师为什么能请来那么多的名医呢？
—5—

答：吕玉波是一位很出色的领导，他能真诚地为专家们搭建各种平台，使他们英雄有用武之地，你们可到省中医看看，门诊楼的二楼走廊能看到许多名老中医的介绍，北京、上海、东北、四川等地的名医，都是被请到省中医的名老中医。 

问：可以说说你对现在的医学生的要求吗？
答：老生常谈了。首先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目标，认真踏实地学到专业知识和技能，还要充实多方面知识，争取参加社会实践，加强体育锻炼，达到身心健康。

    （注：本采访组获得2010年“口述校史”活动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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